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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语所迁台与１９５０—１９６０
年代台湾的人文学术建设



胡　逢　祥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历史系，上海，２００２４１）

　　摘　要：当代台湾地区人文学术的建构，无疑以１９４８年底前中研院史语所的迁台最具开局意义。
当此天翻地覆的历史大变局之际，尽管史语所同仁在学术和政治的复杂抉择中心态纠结，却始终坚持

了以学术为本位的进路，筚路蓝缕，从专业研究、人才培养和学术规范的确立等方面，为台湾现代历史

学、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的发展奠定了不拔基业。由此写下了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不可忽略的一章，

给后人以深刻的启示。

　　关键词：史语所；台湾；人文学术建设；实证史学；考古人类学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重大项目“六十年来的港台人文思潮研究”（１１ＪＪＤ７７０００８）
的阶段性成果。

①　陈?：《师门纪略》，《涧庄文录》（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６３８页。
②　屈万里：《回忆傅先生在台大的往事》，《传记文学》第２８卷第１期，１９７６年。

　　随着１９４５年日本战败和台湾光复回归祖国，其地的人文学术事业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建设时期。
在此过程中，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迁台及其活动曾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这在１９５０—
１９６０年代显得尤为突出。故考察和认识该时期台湾地区的学术发展路径，自不能不由此入手。

一　史语所之迁台

１９４８年秋，内战中满盘皆输的蒋介石集团眼见大势已去，无奈之下，决定撤往台湾暂作栖身，以图
后举。为此，他们不仅将大量的金融资财和战略物资秘密运台，还制定了一系列重要军政人员、高级人

才和文物图书的撤离计划。１１月１０日，由行政院长翁文灏出面召集相关人员，密定将故宫博物院、中
央博物院、中央图书馆和中研院史语所四家机构所藏文物精品、珍贵档案、图书资料和标本仪器等全部

装箱，由李济负责押运台湾。同月底，中研院长朱家骅又通过“中央研究院在京人员谈话会”，要求各研

究所作好迁台准备。但由于当时人们对国民党政权的普遍不满和失望，各研究所对朱的动员大多反映

冷淡，唯史语所表现积极。这当中，自然与所长傅斯年的态度有很大关系。

据史语所研究员陈?回忆：１９４８年冬，傅为此召集所内同人会议，伤感地说：“研究所生命，恐遂此
告终矣。余之精力既消亡，且宿疾未瘳。余虽欲再将研究所迁至适当地区，使国家学术中心得以维持

不坠，然而余竟不克负荷此繁剧矣。今当筹商遣散。虽然如此，诸先生之工作，斯年仍愿尽其最大努

力，妥为介绍安置。”众人听罢，“一时满座情绪，至严肃、悲哀，有热泪为之盈眶者”。傅见状，即谓：“斯

年之残生何足惜，当力命以副诸先生之望耳。”遂定迁移之议。在确定迁台后，针对某些人的疑虑，傅还

表示：“选择台湾，即准备蹈海，何虑之有！”①屈万里也说，国民党政府从大陆撤退前，他曾就中央图书

馆内善本搬迁去向征询过傅的意见，得到的回答是：“一定要到台湾去。”当屈担忧“台湾是一个孤岛，孤

悬海外，共产党若以兵力断绝交通，围困此岛，将来发生饥饿是很可能的。他说，你不要管这个。”②

８６



胡逢祥：史语所迁台与１９５０—１９６０年代台湾的人文学术建设

傅之所以坚主迁台，除了其本人与国民党政府存在较密切关系和不赞成中共的“苏俄式共产体制”

外，更深层的原因，当与其夙所坚持的自由主义学术立场有关。史语所为其一手创办并寄托此学术理

想之地，正是在他的惨淡经营包括与国民党高层的长期周旋之下，才使该所的运作得以勉力贯彻了学

术本位和独立的主张，如今眼见“大局崩坏”，自不甘就此任其形销魄散。恰在此时，他接到了教育部长

朱家骅招其出任台湾大学校长的邀请。台大系由日据时期的台北帝国大学改制而成，由于当时教育经

费奇缺和各种问题丛生，以致光复后短短三年间，走马灯似地换了三位校长，管理上仍未走出困境。于

是有人建议请“霸才”傅斯年出山收拾局面。时傅方从美国治病回来不久，身体状况依然堪忧，在一般

情况下，本不会接受此职，但知之甚深的台大教授沈刚伯却料其必来，曾对家里人说：“大胖（傅斯年），

史语所是他的命，这次走投无路了。”①这话，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道出了傅的心事。因为在他看来，史

语所既然无法在大陆继续生存，那么迁台几乎是惟一可行的方案，他之出长台大，也可为史语所及其同

人的安置争取更多的空间。为此，他当时即致书沈刚伯谓：“弟奉总统命长台湾大学，际此国家艰难（指

国民党大陆政权将垮），当勉为之。台大前身学术空气本是欧洲大陆之正统，当尽力保存。以后如因需

要增聘教授，必以学术为标准。迁台学术机关如中央研究院等，当以台大之学术进步为出发点而合作，

决不为台大累。总之，时事艰难，必须开诚心，布公道，使主客新旧同心相安，然后可图进步。”②可见已

在考虑史语所与台大的合作事。这一点，从其出长台大后的布局中更可得到清晰的印证。

至于史语所其他成员的随迁，则多非由于“政治选边”，而是出自对傅斯年的信任和史语所研究环

境的依恋。盖自建所以来，傅氏以其廉洁自律、勇于任事和通达的上层人脉关系，在科研建制、图书设

备乃至生活条件方面，为史语所争得了较为安定的研究环境，以至所中同人无不倚之为长城。在这一

环境中，他们差不多都养成了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和以学术为生命的理念，不愿轻易脱离这一团队乃

至所中长期积累的图书文物资料。史语所元老李济和董作宾的情况便颇为典型。李济于１９４８年１２
月奉国民党政府之命负责押运文物去台湾，当时有人劝他勿跟船走，“他说不行，我必须跟着船。押运

押运……实际上就是说人在东西就得在。”在他的意识中，“只要是战火，文物都要受损失，牵涉不到爱

护哪个政权。”③也正因为他不像傅斯年那样政治上和国民党靠得很近，故在赴台后多年，大陆方面仍

希望能动员其回来主持国内的考古事业。④而其时刚从美国归来的董作宾原拟先撤往西南地区，但当

他一听到史语所甲骨即将运台，“就决定不去后方，要随研究院一起去台湾”，⑤临行时遇见同乡老友魏

辉廷，还私下表示：他是不愿意跟着跑的，只因这批文物他最熟悉，前后经营二十年了，经他手从南京运

到重庆，又从重庆运回南京，现在又往台湾运，“责无旁贷呵！自己离不开他们，到那里安排妥当就回

来。”⑥其他人员的赴台，也多显得十分仓促。如石璋如，当时正在南京养病，临出发前两天才得到消

息，连许多私人物品都不及整理，便匆匆赶到上海候船迁台。⑦有的因长期沉浸于学术，即使人到了台

湾，对已发生的政局变故仍无多少认识，如杨希枚在１９５０年代中期的一次院庆活动中，犹领着众人大
唱《开路先锋》、《游击队之歌》、《义勇军进行曲》等革命歌曲，直到有人提醒他：“杨公，这已经是大陆的

‘国歌’啦，你怎么还唱这？”才大吃一惊，再三问人：“是吗？”以致后来竟因此种表现被台湾当局确认有

“政治问题”，受到不小的精神压力。⑧

①　据沈夫人回忆，见杜正胜：《史语所的益友沈刚伯》，《新学术之路》（上），台北：中研院史语所１９９８年，第４２７页。
②　傅斯年致沈刚伯等函电（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１８日），王?森、潘光哲等主编：《傅斯年遗札》卷三，台北：中研院史语所，２０１１年，第１８５７页。
③　据李济之子李光谟回忆，转引自岱峻：《李济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３１、２３３页。
④　据石兴邦《夏鼐先生行传》，１９５０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时，他曾对由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兼任所长颇为不解，问

夏：“郑先生不搞考古怎么当考古所所长。他说，郑先生是兼任，所长可能是给李济先生留下的。”（《新学术之路》（下），第７２２页）《夏
鼐日记》卷五，１９５７年９月５日也有“与刘导生同志谈昨日李光谟同志（李济子）所谈及争取李济老返国事”的记载（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３２５页）。

⑤⑦　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２００２年，第３１７页；第３１８页。
⑥　见阎东超：《忆董作宾二三事》，政协南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南阳文史资料》第１辑，１９８５年，第７０页。
⑧　杨宁荪：《怀念我们的朋友杨希枚先生》，《新学术之路》（下），第８８０—８８１页。

当然，史语所不愿赴台的，也大有人在。通行的说法是，前中央研究院之迁台仅得一个半所，史语

所为其中惟一整体搬迁的单位（还有半个为数学所）。然细一审之，这种说法实包含着相当水分。事实

是，史语所的图书文物和设备，固已全部迁台，但从人员看，缺额的比例依然甚高。兹以１９４８年初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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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岗研究人员为基准，对此略作辨析。

１９４８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岗研究人员情况表①

组 别 人员姓名 职　称 工　作　情　况 备　 注

第一组

（历史组）

陈寅恪 研究员（组长）南北朝唐五代史研究 任教清华，兼任组长。未赴台

傅斯年 研究员（所长）１９４７年６月赴美治病，１９４８年８月归
岑仲勉 研究员 唐代及突厥史研究 未赴台

陈　? 研究员 古代谶纬辑佚及研究

劳　? 研究员 汉简及秦汉史研究

王崇武 副研 《明实录》校勘及《明史》研究 未赴台

李光涛 副研 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整理及《明清史料》编辑

全汉癉 副研 中国经济史研究

逯钦立 助研 《全上古三代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编纂及诗史研究 未赴台

王　明 助研 《太平经》考释和道教史研究 未赴台

王叔岷 助研 诸子研究

严耕望 助研 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及唐史研究

黄彰健 助研 明史研究

第二组

（语言组）

赵元任 研究员（组长）汉语方言研究
１９３８年赴美任教，一直挂名

在所，未归

丁声树 研究员 １９４４年夏赴美考察研究，１９４８年９月回国 未赴台

杨时逢 副研 汉语方言研究

董同騄 副研 古代汉语研究

周法高 助研 古代汉语研究

马学良 助研 倮（彝族）文研究及其经典诠释。倮文辞典编撰 未赴台

第三组

（考古组）

李　济 研究员（组长）殷墟发掘报告编著（器物部分）和殷墟出土兽骨整理

董作宾 研究员
殷墟发掘报告编著（文字部分）和甲骨片之拓、排

工作

梁思永 研究员 病休 未赴台

郭宝钧 研究员 汲县山彪镇和浚县辛村发掘报告编著 未赴台

夏　鼐 副研、研究员
第二次西北史地考察报告编著。在傅斯年赴美治

病期间代理所务
未赴台

高去寻 副研 殷墟出土兽骨整理

石璋如 编纂 殷墟发掘报告编著（遗址部分）

李孝定 助研
以中研院北平图书史料整理处管理员身份，负责接

收日伪政府所遗图书

张秉权 助理员 整理殷墟甲骨，协编《殷墟文字乙编》

第四组

（人类

学组）

芮逸夫 编纂 川南县棺葬研究

石　钟 助理员 川南县棺葬及云南民家（人）研究

杨希枚 助理员 苗族亲属称谓研究

于锦绣 助理员 倮罗社会研究
赴台后，于１９４９年２月遭
“遣散”，②旋回大陆工作

０７

①

②

此表主要依据《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报告（三十六年十月至三十七年二月）》（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第三编教育（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３９７—４４０页），并参以其他资料编成。表中人员，原则上均为专任人员，特
约、兼任或因出国暂不在岗者不列。因按史语所规定，所内在岗人员（专任）都不准在外兼职，唯陈寅恪和赵元任得许例外，虽长期在清
华或其他地方任教，却一直保留着组长的位置，故此表予以列入。

台北史语所档２—２存有１９４９年２月１日于锦绣被解聘书，称：“顷奉傅所长面告，台端已在遣散之列，自本年二月份起即停止
支薪，兹列台端应得之一月份薪及遣散费，款到请查收。”《李济传》作者岱峻认为这是刚到台时经费紧张，“僧多粥少”的结果（见该书第
２３６页）。考史语所赴台研究人员遭遣散者仅此一例，惟于氏专业水准不弱，回大陆后，自１９５０年代起先后任职于中央民委参事室、民族
出版社和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在彝族研究方面成果不少。以傅氏的一向办事风格看，在一般情况下尚不至因“经济”问题向一
研究人员单独“开刀”，其被“遣散”或内有隐情，不能排除这是由于于氏本人要求回大陆谋出路之故（史语所另一研究彝族的马学良其
时即留南京未赴台）。志此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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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共计 ３２人，其中未赴台 １１人，占 ３４．３％。从学科分布看，历史组 １３人，未赴台 ５人，占
３８．５％（如除去所长傅斯年，则高达４１．７％）；语言组６人，未赴台３人，占５０％。考古组９人，未赴台３
人，占３３．３％；人类学组４人，全部赴台，其中１人不久即返回大陆。

这些未赴台人员的情况虽不尽相同，但对蒋介石政府的不满则是一致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傅

斯年堂侄傅乐焕（因１９４８年未在岗，未列入表中）。他原系史语所副研究员，１９４７年赴英国伦敦大学深
造。期间，出于对国民党政府腐败的愤慨，曾致函在美国治病的傅斯年：“昨间接闻人言，我叔近在美常

作演讲协助政府，在美部分左倾学生颇为失望。今日政府之颓局，完全他们自己造成，不值得为之过分

劳神也。”①坦率地表达了不该继续支持蒋政权的观点。１９５１年获博士学位后，遂不顾傅斯年一再要他
去台任职的催促，毅然返回大陆。１９４８年８月赴英访学的王崇武，情况亦与之相似，不同的只是他原来
就对傅斯年有看法。１９５０年８月，当他接到史语所萧纶徽以傅的名义邀其回台湾大学任教的信函，即
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话：“阅毕极愤。傅之搬台湾，纯有自私自利为目的，同仁何辜？遭此劫运！回

忆两年以前，傅君仗蒋介石势，自北美返国，大放谬词。其时吾极深厌之，与决绝。岂有在其落水后而

与同流者乎？因亟复一信以驳之。气愤极深，而措词极硬。复经大改，仍不软。”②并退回聘书，于次年

５月回到北京。而夏鼐和郭宝钧之坚持不走，还与他们胸中藏有中国未来考古事业的蓝图有关，在他们
看来，史语所虽迁台，但“我们还有前途，我们留下来还有许多事情要作”。夏鼐还与同事高去寻相约，

由高赴台，保护迁台文物的安全，夏则留大陆，继续发展考古事业。③至于陈寅恪、丁声树、逯钦立、韩儒

林（中央大学教授、史语所兼任研究员，未列入表）等，傅虽想方设法拉他们去台，甚至把丁声树个人的

书籍先运到台湾，韩儒林也被学生接到台湾住过一段时间，但他们最后仍选择了留在大陆。

以上可见，史语所经迁台之役，队伍已相当残缺，其中尤以历史、语言两组为甚。

①　史语所《傅档》Ⅳ：４７５，１９４８年４月３日。转引自黄宽重：《写史正壮年———傅乐焕在史语所的日子》，《新学术之路》（下），第
４５０页。

②　《王崇武日记》，原件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转引自张德信：《王崇武》，见刘启林：《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４７８页。

③⑤　见石兴邦：《夏鼐先生行传》，张光直：《史语所、李济先生与我》，《新学术之路》（下），第７２１页；第９７１页。
④　《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第３１９—３２０页。

史语所初到台湾的几年，条件极为艰苦。当时台湾虽未经历如大陆地区那样的长期战乱破坏，但

短时间内大量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涌入，都使当地的基本设施不堪重负。史语所人员刚抵台时，无处栖

身，只能临时安置在台大医学院的教室，“公家只给一家做了一张方形大床，上头可以搁两张榻榻米，全

家人就挤在一起、睡在上头”。不久又转到桃园西南的杨梅镇，租用铁路局的仓库存放图书设备，而在

民房办公和住宿。石璋如对当时的窘况有相当真切的回忆：“这个时候我们住得非常狼狈，比如说米仓

附近的宿舍，多是楼房，楼下是百姓做生意的地方，楼上让公务员住，另外连堆杂物的号房都租给公家

住，像王志维（图书管理人员）就是住号房。有次有个慈善性质的救济团来到这里，预备帮助我们一部

分人，还要照相，就有人认为已经很穷了，还要让人拍照，觉得很没有面子了，就反对照相。”④由于工作

场所局促，连大陆运去的图书资料也无法上架，用时只能从仓库中抬出相关的书箱翻检，往往“找一本

书，需要十分钟到半个小时”。⑤致使不少工作都难以开展。直到１９５４年底迁至建于南港的新址，才算
安定下来。正是在这种一度居无定所的环境中，史语所开始了其在台湾地区从事人文学术建设的艰难

跋涉。

二　史语所与台湾人文学科的重建

相比大陆地区，日据时期台湾的教育普及水平并不低，但人文学术的建设却相当滞后。期间所设

大中专院校的学习科目，基本上是医、农林和工业等实用性专业；而师范类学校的教学内容也多不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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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美术、劳作、体育、家事等具体教学技能范围。①台北帝国大学作为其惟一的综合性大学，虽说其文

政学部设有文、史、哲诸科，然其旨本在配合日本帝国的“南进”殖民侵略政策作研究，而非发展台湾地

区的人文学术事业。台北帝大首任校长币原坦在该校筹备期间就说：“总督府设置台北帝大的目的，在

于利用台湾人文地理条件，发展以台湾为中心的华南及南洋研究。”②而一些日本政府官员对于在殖民

地兴办人文教育也常怀忧虑，深恐其会推助当地民族情绪与抗日意识的滋长。如日本中央政府法制局

长官高桥作卫便向内阁总理大臣大隈重信建议对此加强控制，认为：“土人（指台湾人）已能理解高度之

思想，如更授予抽象之教育，助长其提升文明意识，徒促进土人之自觉心，增加不平之念，对施设每生障

害，而造成统治之困难。”③出于这样的戒心，文政学部的教研人员始终坚持只聘用日本人。同时，该部

文史学科的台生人数也甚少，在长达十七年（１９２８—１９４５）的历史中，其史学科招收的６２名学生仅３名
为台湾当地人，其中毕业二人，均无缘从事本专业研究（另一人至战后方毕业）；文学科毕业的台生也仅

８名。④有研究者认为，此种情况的出现，并非日本当局在招生上对台生有所排拒，而是其就业前景大不
如医科或政科等实用性专业，原本就缺乏对台生的吸引力所致。诚然，一般说来，文史专业的就业前景

确不如应用性专业宽广，但须看到，整个文政学部前后一共才招生６５４人（包括大量日籍人在内），年均
不到４０人（其中还包括了政学科），⑤且当时台湾其他高等学校并不开设此类专业，此每年区区数十人
的文史专业生，按理并不能满足台湾社会的真实需求，而台生却仍对其就业前景普遍不看好。究其原

因，显然与日本殖民当局在文史类专业岗位人员的聘用上刻意防范和排斥台湾人士有相当的关系。诚

如台湾考古学家宋文薰所说的：日据时代台湾考古完全控制在日本人的手中，虽然“日本人并未禁止台

湾人从事于考古工作，但日本若一直占据下去，这些人一定会没饭吃的。尤其是台湾大学文学院的前

身台北帝大的文政学部，绝对不会留用台籍的考古学家任教授的”。⑥这种情况不能不对当地人文学术

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并由此造成了光复之初大批日本人撤走后，台湾地区无论在教育界还是公私机

构的文史专业人才都十分紧缺的状况。

①⑤　参见汪知亭：《台湾教育史料新编》，第四章“师范教育”及第六章“高等教育”，台北：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８年，第１５４页。
②　［日］币原坦：《台湾的学术研究》，《台湾时报》１９２６年１２月号，第２５页。
③　吴密察：《从日本殖民地教育学制看台北帝国大学的设立》，《台湾近代史研究》，台北：稻香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１５２—１５３页。
④　参见叶碧苓：《台北帝国大学与京城帝国大学史学科之比较（１９２６—１９４５）》，《台湾史研究》第１６卷第３期，２００９年９月。
⑥　宋文薰：《台湾的考古学》，张炎宪主编：《历史文化与台湾 （三）：台湾研究研讨会记录 （５１—７５回）》），《台湾风物》杂志社，

１９９１年，第１２１、１２７页。
⑦　在大陆地区的高校中，北京大学于１９５２年在历史学系设立了考古专业，１９８３年７月始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的考古学系。

因此，在台湾回归祖国后的“文化光复”年月里，人文学术同样面临着消除殖民地烙印和回归中华

的重建与发展使命，而史语所则在其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中坚作用。这一点，尤突出地反映在考古人

类学和历史学的建设过程中。兹试分别略作述评。

（一）　史语所和台湾考古人类学的建设
创建台湾地区的现代考古人类学，并积极推进各项具体实践的展开，可以说是史语所在台最先着

手也是成就最为显著的一桩功业。为了在新的条件下规划发展考古事业，李济等人在抵台的第二天，

便外出勘察了位于台北的圆山遗址。稍后，复在板桥林氏学田的资助下，组成由台大教授陈绍馨为团

长，以史语所李济、董作宾、芮逸夫、石璋如等为主要成员的调查团，展开了一系列田野调查。１９４９年
７、８月，由李济带队到瑞岩（南投县仁爱乡）对泰雅人的体质人类学和民俗学作了实地考察。１１月至
１２月，又组织了大马瞞遗址（南投县埔里镇）的考古发掘，发现了石棺、石刀和陶片等史前遗物。

与此同时，经傅斯年和李济等人的积极筹划，１９４９年８月还在台大成立了以李济为系主任的中国
高校首个考古人类学系，⑦构筑起系统训练考古人类学专业人才的教育平台。其运作则以李济、董作

宾、凌纯声、芮逸夫、石璋如、高去寻、杨希枚（稍后加入）等史语所成员为骨干，开设的课程包括李济的

“考古人类学导论”、“史前史”、“体质人类学”和“人体测量入门”，芮逸夫的“民族学”和“中国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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